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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梁启超政治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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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 /文化基础部，北京 100089)

【摘要】梁启超的儿时记忆形成他有关道德伦理的潜意识。祖父忠臣孝子

式的教诲，父亲折中调和的为人，不断的心理暗示所产生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因

为撒谎而遭受母亲的体罚，这些成为梁启超道学人格形成的生命脚本和“原型

场景”。出于人格互补的需要，康有为成为青年梁启超道学人格形成中的“重

要他人”，使其突破了小我的追求，具有了弘道的人生使命感。梁以“舍我其

谁”的自信投入到传播“知识推求”与“道术修养”合一的国民人格改造运动中，

认为自己人格成长中的关键是“事上磨炼”与“趣味主义”，以此为核心形成了

他的“全人格”理念，进而成为其“新民”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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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人既要维护传统以确立民众的文

化认同，“为往圣继绝学”; 又要破旧立新以培养民众的现代意识，“为万世开太平”。在中国传

统的权威性家庭中，对道德和知识的强调使大多数转型期知识分子濡染了典型的儒学性格。梁

启超的少年得志和青年颠沛更让他坚信“天降大任”，他将传播智识推求与道术修养“知行合

一”的“全人格”作为一生志业，以传道士的姿态投向国民人格改造运动中。晚年的他重新回归

情感本体，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转向对自身的高度认同，表现出深深的调和与自恋倾向，在他身

上反映出转型期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的宿命。

一、梁启超道学人格的形成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在梁启超的自传中，提及儿时记忆，最多的就是关于耆老

会处理民事纠纷的做法。耆老会决议占据了乡间伦理的道德制高点，即使不服其决议一般也很

少会诉诸一乡最高法庭的“叠绳堂”。耆老会对于寻衅滋事、聚赌斗殴的一般会处以“停胙”乃

至“革胙”的处罚，将祭祀完的胙肉分给同族是族群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对于盗窃

者则采用“游刑”的处理方式; 奸淫罪则把全村的猪杀完，分肉给各户，由犯罪者偿付所有花费，

这叫“倒猪”，犯倒猪罪的永远革胙。可见乡村伦理中对于道德的维护是梁启超最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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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儿时对梁启超影响比较大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他的祖父梁维清，他尤其疼爱梁启超，在他

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崖山的忠义坛、全节庙就是他的现场教学点，茶坑村北帝庙里的二十四

忠臣、二十四孝子的画像就是他的教具。这位老乡绅把忠孝节义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以讲故

事和对答互动的方式对梁启超进行启蒙。另一个是父亲梁宝瑛，由于他担任叠绳堂值理三十余

年，且在江南会( 信用合作社) 主持工作二三十年，梁启超幼时生活还较为美满。在他的记忆

中，父亲“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性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 取予之间，一介必谨; 自奉至素

约，终身未尝改其度”［1］。每当他贪玩的天性显露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汝自视乃如常儿乎?”［2］

这种心理暗示一直让梁启超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梁宝瑛在梁启超中举后，为了协

调茶坑村和邻村东甲村几十年的宿怨，谦恭地带着儿子拜谒东甲人的宗祠，一时消除隔阂，梁宝

瑛成为十里八乡止息纷争的调停人。三十年中盗贼不兴、械斗无有、赌博禁绝，梁启超对父亲评

价非常高。这种调和止争的处理方式显然深得梁启超的认同。第三个对儿时梁启超影响较深

的是母亲赵夫人，梁启超最深刻的回忆是自己 6 岁时撒谎被鞭打的经历:“自出胎以来，未尝经

一次苦楚。当时我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3］母亲教育他说谎和盗窃的性质是一样的，

都是明知故犯、自欺欺人。这次回忆的语气值得玩味，诙谐而又天真的口气恰恰掩盖了曾经无

与伦比的尴尬和羞赧，这次体罚是对知错不改的教训。从用词上来讲，像是在向子女诉说自己

的故事，也像是一段心灵独白的忏悔录，显示出梁启超在最初适应社会时的心理冲突。
少年梁启超情商很高，1884 年初冬在广州考中秀才，11 岁的他见到主考官叶大焯对自己很

是赏识，便乘机跪倒在地为爷爷求取祝寿文，竟得允诺。完成了其父亲、伯伯应该完成的“孝

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4］。在成功的喜悦和赞誉不断的氛围中，梁启超一帆风顺，15
岁的梁启超也像当时的学问大家一样，刻意追求辞章训诂之学，成为当时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

的正班生。正在此时，梁母因在生四弟时难产而撒手人寰，正在游学的梁启超连母亲的面都未

能一见，此事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时无轮舶，奔丧归乡，已不获亲含殓，终天之恨，莫此为

甚。”［5］一年后，考中举人第八名的他获主考官李端棻垂青，将妹妹许配给他。科举让梁启超名

利双收，他对这种体制也是左右逢源。可就在此刻，他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怪人”康有为。
康有为的知识体系也很庞杂，但他能够将五花八门的知识杂糅到他一以贯之的主体思想

中。加上丰富的阅读体验，中西文化汇合的香港游历，明心见理式的狂想奇思，让这个自负之人

将古今中外都拿来为我所用。梁启超这样一个处在中国新旧交替转型期的懵懂少年看到康圣

人身上有太多的知识生发点，有太多值得探究的学问。在学海堂另一个优等生陈千秋的介绍

下，两个人都决定放弃公办学校的“膏火”( 奖学金) ，转投康门，这样就有了“举人拜秀才”的康

梁之交:“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

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6］

康氏教学法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教旨专在激励气节。以陆王心

学、史学和西学为主要内容的“康氏经世学”，有一个吸引梁启超的重要特点，那就是在康有为

的知识结构中，有 1882 年在游历上海时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购买的声光化电科技图书知识，

康有为甚至认为自己已经从西方最为推崇的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社会问题的答案，这样就打通了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藩篱，自下学而上达，最后“反身而诚”，修身已入圣人境界，自然要

追寻为“万世开太平”的外王境界。康有为的杂糅中西、跨界自然和人文的知识结构恰恰是当

时梁启超所欠缺的，而他高度的理性自负恰恰也是梁启超性格中需要的。康有为的高度自负可

以从他参照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写出的《实理公法全书》中看出。所谓的“实理”就是几何中

的“定义”; 所谓的“公法”，就是从定义推演出来的具体的公共准则，相当于几何中的“定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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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过程中所用的“比例”则是对他所认定的规则的运用，相当于几何中的“公式”;“按语”则是

对各项实理、公法和比例的分析说明，其实就是几何中的“证明”。康有为在中国人从“华夏中

心观”到“万国观”的空间观念转变中，认识到国际法是维系世界万国辑睦的根本义理。他要使

《实理公法全书》成为人类社会一切义理和制度的经典教科书。
康有为的自负总能给人一种强制服从的心理暗示，而他跃出雷池的臆想，也会对处于青年

叛逆期的梁启超发生石破天惊的效果，这最容易出现在一个懂事听话守规矩的“乖小孩”身上。
由此来看，梁在 1891 年看到了《大同书》的手稿，而此书的主体思想应该是此前早已形成的。
康梁第一次见面就打破了梁启超的汉学思维，时在 1889 年，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看作是

一场“大地震”。尤其是其中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就足以让人“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凡有色欲交

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若夫牝牡之形，譬犹锁钥之机，纳指于口，流涎于地，何关

法律而特设严防哉!”［7］这些文字，今天读来仍让人觉得过于前卫，对于一个处于两性严防的社

会青年来说，想必另有一番魔力。而康氏教学法正好是打破常规的进学之路:“孔子大义之学，

全在今学。每经数十条，学者聪俊勤敏者，半年可通之矣。诸经皆无疑义，则贵在力行，养心养

气，以底光大。于是，求义理于宋明之儒，以得其流别; 求治乱兴衰制度沿革于史学，以得其贯

通; 兼涉外国政俗教治讲求时务，以待措施，而一皆本之孔子之大义以为断。”［8］

学经学不以识字、训诂这样的知识储备为目的，而以“力行”并存心养气为落脚点，用宋学

的方法求取其中义理，将历史、政治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最终体悟古人创法立制的“精

意”———大同理想。梁启超从学两年，明白了其中道理，“为之喜欲狂”，认为自己已经得“道”，

此后的人生当以弘毅此道为其历史使命了。他开始依据世俗教育的方式传播其“公民宗教”。

二、梁启超政治人格的发展:“全人格”理念指导下的新民运动

道学人格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坚信由“内圣”而“外王”的个人发展道路。梁启超认为，儒学

最要害的也最能拯救西方科技物质文明之弊的，是其实践品格所造就的“全人格”。以培养“全

人格”为核心，梁启超最终将目光投向“新民”这一国民人格改造运动上。
1922 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新文化运动称作“全人格的觉悟”，并以对

“西学”的掌握程度判定，康有为、章炳麟、严复等人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已经有些落伍［9］。他将

古代国民和现代国民的关键区分设定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10］。梁启超将传此“道”( 即

培养现代公民) 为终身志业，他认为，“为学”与“为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为学”就要知识不

断地积累丰富，是一个增加的过程，“为学日益”; “为道”则需要对内心的成见贪欲和伪诈不断

地涤除，是一个减少的过程，“为道日损”。“为道”提供了“为学”的正确态度和价值观，“为学”
则是“为道”后纯正的追求［11］。
“全人格”正是把“为学”与“为道”结合起来，造就“道术修养”与“智识推求”这两种追求

“知行合一”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不赞同纯粹的“心即是理”，也不赞同有一个先定的目

标，通过自己苦行僧般的修炼去接近目标的“格物致知”，而是主张在“事上磨炼”，进入一个道

德主体自我感知知识客体并不断内化的过程。1927 年初夏，梁启超在北海与清华研究院学生

谈话，他将“智识推求”与“道术修养”的联结点———事上磨炼做了精辟的论断:“现世界的学校，

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

之间。我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 而

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磨炼，并不

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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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12］

他甚至认为，阳明学之所以能够经世济民，也正在于其继承了儒学的这一精髓:“其表见于

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醇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

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13］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

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通过“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14］。梁启超

“传道”的大事业就是把再造国民人格、培养国民意识作为先进政治制度生存的土壤。这样的

“新民”事业不能像空头自由主义一样把中国传统文化从根上“自宫”，完全移植外来文化，而是

确立中国这个学习西方文化的学习者的主体地位，通过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来保持中国人的

“文化认同”:“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

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睿发与合理的针砭洗练。”［15］

培养“全人格”要靠教育的精心设计。梁启超在 1897 年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时，基本仿照长

兴学舍和万木草堂的课程表，设置了“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

群”、“摄生”、“经世”、“传教”等十门学术［16］。其中，“读书”、“穷理”、“学文”、“经世”是智育，

分别培养学生的经史子集、西学、文辞和政治知识;“养心”、“治身”、“乐群”是情育，培养学生为

人处世、接人待物的沟通、组织、协调能力;“摄生”、“立志”、“传教”是体育和意育。通过这些教

育，可以让每个人成为百折不挠传播现代公民精神的“传教士”。在梁启超看来，“志于道”、“据

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涉及到三个必不可少的人格培养环节: 知识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

育。1922 年 12 月，梁启超在苏州带病作了一场讲演《为学与做人》，他紧紧抓住儒学的这两个

根本问题，向苏州学生设问:“为什么进学校?”他自己的回答就是“学做人”。知识教育分为常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目的是培养我们的判断力和思考力，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做到“智者不

惑”; 情感教育就是培养“仁”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培养不计成败、不忧得失的大情怀，做到

“仁者无忧”; 意志教育就是要培养“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贯彻力，心地至大至刚，不陷入低级趣

味、为劣等欲望牵制，不要做任何事都畏首畏尾，要做到“勇者不惧”［17］。
这种在实践过程中进行思想磨炼的做法是极其辛苦乏味的，必须以趣味主义为后盾才能始

终保持“元气淋漓”，趣味可以让人精力充沛、破除悲观，树立起积极的人生态度。梁启超在给

梁思顺、梁思成的信中也多次谈到，生活单调容易产生厌倦，兴趣是生活的原动力，培养自己多

方面的学问兴趣，就能够确保自己每一次转向新的学问时，都能获得新生，事上磨炼必须以趣味

主义为其精神支柱［18］。

三、调和与自恋: 道学人格的归宿

梁启超“道学人格”形成后，以传播公民宗教为己任，意志力极强。从组织强学会，到执教

时务学堂; 从推进维新变法，到含恨逃出国门; 从推进宪政组织政闻社，到鼓吹“国权主义”联合

袁世凯; 从挥泪反袁支持护国战争，到反对张勋复辟; 从站在康有为对立面，到漫游欧洲反思中

国文化; 从呼吁“联省自治”，到调和“科玄论战”，梁启超政治人格中的调和倾向愈发明显。
梁启超认为“全人格”是避免主义之间争斗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时他也认为人格必须以人

作载体，这样就产生了人我关系。要想使自己人格健全，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全社会的人格健全，

这样就又转化为每个人对自我人格健全的要求上来。“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谓个人主义社会

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都可以调和过来了。”［19］这种思维路向使得其中年以后，已经

愈发显示出他对人生乃至政治、社会的看法带有极为明显的调和色彩。尤其是在中西文明的关

系上，他认定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同时希望援西方文化入中国文

·69·



化，以创造一个崭新的生命体: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 二泰东文明，

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

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20］梁启超愈发深刻地理解调和

对于一个社会的意义，他提出要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调和，用儒家“均安主义”使人在并

不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安定下来。用精神生活节制物质生活。同时调和“个性与社会性”，使得

社会不至于戕害个性，个性也不至于干涉社会进步。使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能够实现［21］。
最后，这种“道学人格”最终呈现出深深的自恋倾向。这种自恋倾向最大的特点是锐变，渴

望人产生变化，既对自己否定也对自己肯定。任公情感极其充沛，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渴望变

化。在檀香山创办保皇会期间，他爱上了一个托人向他表达爱慕的华侨女子何蕙珍，这个才女

通晓英文，针对当地一家西文报纸对梁启超的诋毁与诽谤，此女仗义执言，为他辩护而不留姓

名，甚至希望不要名分地跟着他。梁启超既怕耽误她，又不忍割舍。他试探着向自己的妻子坦

承自己的檀岛之恋:“几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

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平生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22］当得知李

端蕙要将此事报告给他父亲，梁启超连忙再度去信安慰妻子，说自己只会在心中思念而绝不会

做出越轨之事，为避嫌甚至“不敢与相见”。因为自己常年在外“忙杀”，导致妻子“闲杀闷杀”，

“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23］。这种行为，更多

体现为一种逞口舌之欲而绝不敢在肉体上越雷池一步，显示出“道学人格”的伦理基色。
综上所述，梁启超遵循“为道日损”以培养自己的“全人格”; 以“为学日益”为自己扩充学识

的为学之路。引导青年做不逐时流的“新民”，引导学界造就适应新潮的国学。这种将自己的

思想行为与自己的生命融合，进而将自己的生命与宇宙融合的路径构成典型的“道学人格”。
梁启超奉行趣味主义，通过“事上磨炼”，达到变通尽利的“时圣”境界。这种“道学人格”的本质

是传统儒家对内圣外王的理解，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也不可避免地调和与折中。他希

图通过“立言”而为人们所铭记，通过道德示范而达致“不朽”，这凸现了道学人格发展出的自恋

倾向。晚清转型期知识分子一方面担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传承使命; 另一方面在“为万世开

太平”的过程中，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现实的落差又让他们必须破旧立新才能实现富

国强民的美好愿景。“屡变”、“善变”是因为“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环境导致人们急于

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的急进心态。不变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担当和永恒的爱。
“己之所欲”的成长过程，演变成“推己及人”的济世情怀，这构成了一代人普遍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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